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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创新发展依赖于创新投入及创新过程中的创新资源有效利用。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开放式创新可以使产业企业利用内部、外部创新资源，技术转移、内部研发能力提升是改善产业技术创新绩效的重要途径。论文选利用1995-2016年数据，采用层次回归模型，探讨中国中成药制造业的技术转移、内部研发能力影响其知识创新绩效、产品创新绩效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中国中成药制造业国外技术引进与产业的知识创新绩效存在负向相关性，与产业的产品创新绩效存在正“U”型相关关系；（2）中国中成药制造业国内技术购买与产业的知识创新绩效存在正相关关系，与产品创新绩效存在倒“U”型相关关系；（3）中国中成药制造业内部研发能力对国内技术购买与技术创新绩效间的相关关系具有正向调节效应，对国外技术引进与技术创新绩效间关系不具有调节作用。上述结论对中国中成药制造业如何协调技术引进与自主研发关系、改善技术创新路径具有参考价值，对于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合理配置技术创新资源以及产业的持续发展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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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ies relies on the innovation input and the effective use of innovative resources in innovation process. With the globalization of economy, open innovation enables enterprises to utilize internal and external innovation resources, and technology transfer and internal R&D capability improvement are important ways to sustain a better industrial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performance. Based on the statistic data of Chinese traditional patent medicine manufacturing in 1995-2016,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mechanism of technology transfer, internal R&D capability, knowledg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and product innovation performanc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patent medicine manufacturing with hierarchical regression model. The results are that: (1) foreign technology imports have negative effect on the knowledg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of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patent medicine manufacturing, and there is a U-shaped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foreign technology introduct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patent medicine manufacturing and the product innovation performance of the industry; (2)domestic technology purchase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the knowledg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of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patent medicine manufacturing，and there is an inverted U-shaped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omestic technology purchas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patent medicine manufacturing and the product innovation performance of the industry; (3) the internal R&D capability of Chinese traditional patent medicine manufacturing has a positive moderating effec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omestic technology purchase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performance. There is no moderating effec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oreign technology import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performance. The above conclusions can provide reference value on how Chinese traditional patent medicine manufacturing coordinate technology introduction and independent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nd improve the innovation path. It is also of great significant for Chinese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ies to allocate rationally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resources and develop sustainably.
Keywords: Chinese traditional patent medicine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transfer; internal R&D capabilities;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performance
在竞争日趋激烈、社会快速变化的商业环境中，市场选择过程将惩罚低“环境适应”的企业[1-2]，只有创新才能使公司改变“环境”能力、提高效率、获得更多的市场份额和更长的生存时间[3]。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创新的产生和扩散越来越依赖于新技术知识，这些知识产生于内部研发部门，或者来源于企业与其他外部创新源的相互作用 [4-5]，产业企业可以通过开放式创新利用内部、外部资源，采取自主研发模式、研发外包或引进外部技术模式改进产业企业的技术创新绩效[6-8]。已有研究表明，依赖外部研发活动程度更高的公司具有更好的创新能力，但依赖外部研发活动也可能降低公司的技术创新绩效，存在着外部研发对内部研发能力的替代效应[9]。因而，创新企业面临着如何发挥内部研发能力的作用并同时利用外部创新来源的挑战。近年来，中国研发投入总量快速增加，确立了创新驱动发展的国家战略，提出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中国经济增长、产业结构优化的战略基点，并制定了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强调通过企业的技术进步及创新，推进经济从模仿到创新的转型以保持持续增长。但是，实践中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和创新的触发相当困难，由于基础研究和产业创新能力较为薄弱，技术转移仍然是产业企业技术创新的重要源泉，呈现出技术突破的进展缓慢、低端投资潮涌及产能过剩、政府创新投入巨大但在全球价值链低端化等严重问题[10-11]。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内部研发能力及外部创新来源，如何影响产业技术创新绩效？
由于新兴行业主要由技术推动，不同行业的初始条件以及经济主体的选择可能影响行业的技术创新绩效[12-13]，论文选择中国中成药制造业进行探讨。这是因为中国中成药制造业是国家统计局2018年11月26日发布《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2018）》中明确提出的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而且与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等其他战略性新兴产业相比，中成药制造业主要以中草药为原料，经制剂加工制成不同剂型，具有终端用户相对明确、资料收集便利等突出特性。研究将产业的技术创新绩效分为知识创新绩效、产品创新绩效，探讨不同来源的技术转移、内部研发能力与中国中成药制造业创新绩效的关系，揭示1995-2016年间国外、国内两种不同技术转移方式以及内部研发能力影响中成药制造业的创新绩效的内在机制。这一尝试有助于为中国中成药制造业的创新资源配置和产业创新发展提供依据，并为其他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质量的提高提供借鉴，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创新生态完善、体制机制深化改革决策也具有参考价值。 
   1．文献回顾与假设提出
1.1中国中成药制造业的发展与创新现状
中成药制造业具有源于天然、副作用小、价格相对低廉的突出优势，在中国防病治病、卫生保健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近年来，随着经济的持续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大众医疗模式的政策改革和健康养生理念的普及，中国中成药制造业保持快速增长，2011-2016年间的主营业务收入复合增长率达19.37%，远远高于同期医药工业整体增速，2016年主营业务收入达到6697.1亿元[14]。但是，中国中成药制造业的发展面临研发、生产等领域的一系列挑战，突出表现为研发能力不足、相关设备与工艺技术落后。例如，发达国家医药企业每年的新药研发强度平均超过10%，中国中成药制造业企业2016年研发投入占比前50位中的上市医药企业有21家，这些上市医药企业的新药研发强度平均为2.45%，严重制约新产品研发进程[15]；中国总计1640多家中成药生产企业[14]，可以生产的中成药仅268种[16]，平均一家企业持有品种数目不足1个，多数产品以仿制、改制为主，新药一般只是药味、剂量或剂型方面的调整，中国中成药制造业整体缺乏具有科技含量的专利产出[17]。又如，日本、韩国等国家的中成药制造业借助现代机械、自动化工艺技术的重大突破，在国际市场占据重要地位。其中，日本仅有210个汉方药制剂，原料输入的75%来自中国，却拥有80%的国际市场占有率，中国持有约4000种中药品制剂、却仅有3-5%的国际市场占有率。中国中成药制造业要形成具有国际市场竞争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必须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拓展市场、国际化进程，依靠创新投入及创新过程中创新资源的有效利用，改善产业绩效。因而，论文要探讨的根本问题是：中国中成药制造业不同的创新源泉及创新过程中创新作用如何影响中国中成药制造业的创新绩效。 
1.2技术转移与技术创新绩效
组织学习理论认为，企业创新绩效是企业知识存量增加的结果，已有知识的积累在创新中具有重要作用，企业获取外部知识可以增加自己的知识基础[18-19]，知识的生产和利用依赖于企业与外部创新源的互动以及对外部知识的开放程度[5, 20]。同时，企业利用外部知识的能力是成功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21]，通过引进、扩散、同化、沟通及吸收技术可以提高企业的技术绩效[22]；新兴市场的企业难以依赖创新的内部能力形成竞争优势，知识产权保护较弱的运作环境也会限制企业的创新活动[23-24]。在视频游戏等与传统行业不同的新兴行业，有高度多样性网络合作伙伴的企业能够更好地面对挑战，形成新的发展轨迹和新产品[25]。为此，技术创新相关研究改变了传统上主要集中于特定企业内部研发活动、企业规模等决定因素的趋势，越来越考虑企业外部的决定因素和技术来源，其中的一个主要内容是技术转移。联合国《国际技术转移行动守则草案》将技术转移定义为关于制造产品、应用生产方法或提供服务的系统知识的转移，Jefferson等（2003）按照技术来源渠道将技术转移分为对发达国家的技术引进和国内市场的技术购买[26]。在经济全球化和开放式创新背景下，以国外技术引进、国内技术购买渠道为主的技术转移和国内研发相互作用，成为后发国家提升本土企业创新绩效的重要途径[27-29]。
产业的技术创新绩效是企业通过实施技术创新引起企业价值的增加，包括创新产品数量、重大产品改进数量、专利数量、新产品销售率、新产品利润率、重大改进产品利润率等[30-31]。OLSO手册（1997）提出，技术创新绩效可以通过技术上新的或改进的产品销售收入占比来衡量，由于新产品销售占比可以比较客观地体现创新活动的市场价值，该指标在创新研究中被广泛采用[13,32-33]，但我国新产品的划分没有严格、统一标准，现有新产品销售占比计量反映新产品的技术含量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除了新产品销售占比，由于专利可供观察知识产出，能够客观反映企业或行业的技术水平[34]，因而专利数量也常常作为技术创新绩效的代理变量[35-37]。但是，中国企业的专利申请有时可能是一种创新策略性行为，而非高质量的实质性创新，因此专利申请量也不能完全反映创新活动的绩效。基于单独使用新产品销售占比或专利数量测度产业技术创新绩效均具有一定的局限性，Lee和Lim（2001）提出采用专利和新产品两种不同类型指标测度技术创新绩效，前者代表技术研发成果，反映知识创新绩效；后者代表技术成果转化，即技术创新成果的市场接受程度，反映产品创新绩效[38]。高菲等（2014）指出，应用产品创新绩效和知识创新绩效两种不同性质的创新绩效测度指标，有助于更好地探究后发国家追赶过程中新兴产业的技术追赶过程[34]。
大量实证结果表明国外技术引进与创新绩效间存在正向相关关系[39-40]，认为国外技术引进能显著提高以新产品销售收入为产出的创新效率[41]，但谢子远和黄文军（2015）研究发现高技术产业的技术引进对专利产出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37]，刘焕鹏和严太华（2014）发现中国高技术产业技术引进与创新绩效呈显著的“U”型关系，且大部分省份位于拐点右侧[42]。国内技术购买与创新绩效关系的现有文献，常常将国内技术购买与国外技术引进合并为技术引进，部分学者研究结果表明国内技术购买对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效应[43-46]，以专利衡量创新绩效的指标表明购买国内技术有利于提升专利产出水平[35,39]；另一些学者认为购买国内技术与创新产出间的正向关系不显著[41]，甚至出现负向抑制效应[47]，如肖利平和谢丹阳（2016）发现国内技术购买对新产品创新增长没有显著的影响[48]，汤萱（2016）利用我国2003~2012年28个制造行业面板数据检验购买技术和外资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发现购买技术会抑制制造业自主创新能力[47]。
综上，技术转移与创新绩效间可能不是简单的正向或负向的线性关系。对于中国中成药制造业，考虑到该产业目前与国际制药产业技术水平、标准之间的较大差距，技术引进前期的投入可能并不能提升产业的技术创新绩效，甚至带来抑制作用，而随着研发能力和消化吸收能力的提升，国外技术引进的正向促进作用会慢慢显现出来，因而可能导致国外技术引进与国内中成药制造业创新绩效间表现出先降后升的正“U”型关系；相反，国内中成药制造企业间的技术差距相对较小，国内技术购买短期内能够很好地消化吸收并根据实际进行改造和二次创新，因而购买国内技术前期可以正向促进中成药制造业的创新绩效，但购买国内技术投入过多会导致企业缺乏自主创新动力，同时占用其他创新途径的资源配置，从而可能造成对创新绩效的抑制作用。因此，国内技术购买与中国中成药制造业创新绩效间可能表现出先升后降的倒“U”型关系。为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 国外技术引进与中成药制造业创新绩效间存在正“U”型相关关系。
H1a:国外技术引进与中成药制造业知识创新绩效间存在正“U”型相关关系。
H1b:国外技术引进与中成药制造业产品创新绩效间存在正“U”型相关关系。
H2: 国内技术购买与中成药制造业创新绩效间存在倒“U”型相关关系。
H2a:国内技术购买与中成药制造业知识创新绩效间存在倒“U”型相关关系。
H2b:国内技术购买与中成药制造业产品创新绩效间存在倒“U”型相关关系。
1.3内部研发能力与技术创新绩效
内部研发能力是企业对各种研发资源进行投入和管理产生的一种独有能力，是一种可衍生新产品开发与上市的科学性能力[49]，构成高新技术企业价值创造的重要来源[50]。研发创造科学知识，进而推动企业开发新产品、改进市场效率，而且研发通过提高企业了解外部理念与技术并应用于终端而提高吸收能力，因而企业的内部研发对创新绩效发挥着积极作用，具有较高研发强度的企业很可能获得更高的创新绩效[51-53]，研发活动被认为是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关键组成部分及创新支出的最重要无形资产形式[54]。学者们的实证研究表明，企业研发能力与技术创新绩效之间的正相关假设成立[55-58]。其中，Cockburn和Henderson（1998）对10家制药企业进行研究，发现研发能力对于新产品开发有正向的影响[56]。同时，研发能力被认为是研发资本的成果表现[50]，研发投资即研发经费的支出被视为技术能力形成与蓄积的主要因素[59]，可强化组织动态研发能力的培养与积累[49]，促进技术创新绩效的提升[60-64]；曾楠等（2011）发现企业内部研发能力、不同的外部网络联系的交互作用，对技术创新绩效会产生不同的影响作用[65]；梁海山等（2018）提出开放式创新通过提升企业自主研发能力以提高创新绩效的作用边界[66]。对此，本文假设中成药制造业企业的研发能力越强，专利产出效率越高，新产品的开发绩效越突出，即：
H3：内部研发能力与中成药制造业技术创新绩效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
H3a:内部研发能力与中成药制造业知识创新绩效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
H3b:内部研发能力与中成药制造业产品创新绩效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
1.4技术转移、内部研发能力与技术创新绩效
成功的技术转移需要企业开发一种认识机会、搜寻、修改及采用技术的能力，低水平知识存量的企业难以内部化、利用外部知识[67]，技术转移的有效性主要依赖于相关企业员工的能力以及商业战略[68]，Galende和Fuente（2003）提出研究创新过程要考虑外部和内部因素[69]。企业创新能力及其对知识共享的开放程度有助于提升创新绩效[5]，技术转移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以企业研发能力为条件，具有较强研发能力的企业能够更好地利用外部创新信息[70]，较高的研发投资会使企业更有效地运用外部知识进而促进创新[61]，而且具有较强研发能力的企业能够更好地理解未来技术发展趋势、认识外部技术和知识的价值[18]。Hung和Chou（2013）的实证研究表明，在外部获取技术的情况下，自身技术研发能力会正向调节外部技术获取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71]；Ceccagnoli等（2014）研究生物制药行业的结果表明，当企业拥有内部互补性技术资产和较强研发能力时，企业会较少选择技术外包或技术引进；当内部研发能力较弱时，企业会更多地选择外部技术[72]。刘焕鹏（2014）发现我国高技术产业研发能力对技术引进与创新绩效关系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技术引进对创新绩效的影响随研发能力发生变化[42]；何一清等（2015）发现内部研发能力越强的企业，对外部知识的转化、应用与商业化的能力越高，新产品开发的效率与新产品技术水平也会越高[73]；魏洁云（2016）认为内部研发和外部技术引进的组合是影响生产力的两种类型创新活动，内部功能对外部资源创新绩效发挥调节作用[74]。显然，企业只有具备一定的研发能力，才能有效地消化吸收或改造所引进或购买的技术，提升知识创新绩效和产品创新绩效。因此，本文假设中国中成药制造业的内部研发能力对技术转移与创新绩效具有调节效应。根据调节变量与因变量的关系，可将调节作用分为纯调节变量和半调节变量两种，纯调节变量对因变量与自变量之间的关系产生影响且调节变量与因变量之间不存在交互作用，半调节变量对因变量与自变量之间的关系产生影响且调节变量与因变量之间存在交互作用。考虑到内部研发能力与技术创新绩效间可能存在的相关关系，本文认为内部研发能力为半调节变量，提出如下假设：
H4：内部研发能力对国外技术引进与中成药制造业创新绩效存在正向半调节作用。
H4a:内部研发能力对国外技术引进与中成药制造业知识创新绩效存在正向半调节作用。
H4b:内部研发能力对国外技术引进与中成药制造业产品创新绩效存在正向半调节作用。
H5：内部研发能力对国内技术购买与中成药制造业创新绩效存在正向半调节作用。
H5a:内部研发能力对国内技术购买与中成药制造业知识创新绩效存在正向半调节作用。
H5b:内部研发能力对国内技术购买与中成药制造业产品创新绩效存在正向半调节作用。
基于现有的研究基础，本文以中成药制造业为研究对象，将新产品销售收入占比和发明专利授权量分别作为衡量产品创新绩效和知识创新绩效的指标，探究国外技术引进和国内技术购买两种技术转移对我国中成药制造业两种不同创新绩效的影响，同时考察中成药制造业企业内部研发能力对技术转移与创新绩效之间的调节效应，总体研究框架如图1。

H3(H3a,H3b)

H5(H5a,H5b)

H4(H4a,H4b)

内部R&D能力




	H1(H1a，H1b)
技术转移
创新绩效
知识创新绩效
国外技术引进

H2(H2a,H2b)

产品创新绩效

国内技术购买



图1本文的研究框架


2．研究设计
2.1被解释变量
本文借鉴Lee和Lim（2001）的方法，选择中成药制造业发明专利授权数（PN）和新产品销售收入占比（NS）分别作为创新绩效的衡量指标，前者主要表现在技术知识生产环节，用于衡量知识创新绩效；后者主要表现在技术产品化应用环节，用于衡量产品创新绩效。
2.2解释变量
基于统计指标解释，技术引进经费指用于购买国外产品设计，工艺流程、图纸、配方、专利等技术资料的费用支出，以及购买关键设备、仪器、样件等的费用支出；购买国内技术经费是购买国内其他单位的产品设计、工艺流程、图纸、配方、专利以及技术诀窍和关键设备等科技成果的经费支出。本文选取技术引进经费、购买国内技术经费分别作为衡量国外技术引进（TI）、国内技术购买（TD）两种不同技术转移的测度指标。考虑到现实中技术转移与技术创新绩效间可能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本文设定两种技术转移的平方项TI2、TD2考虑中成药制造业技术转移、创新绩效之间可能存在的非线性关系。
2.3调节变量
研发（R&D）能力是研发投资的成果表现[50]，研发投入强度即R&D支出占营业收入的比重[75]，可以用以衡量研发能力。本文采用中成药制造业研发经费内部支出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衡量中成药制造业的内部研发投入强度，并用内部研发投入强度作为中成药制造业的内部研发能力的替代变量。具体变量指标见表1。

表1变量指标及标识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指标
	测度指标
	标识

	被解释变量
	技术创新绩效
	知识创新绩效
	发明专利授权数（个）
	PN

	
	
	产品创新绩效
	新产品销售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
	NS

	解释变量
	外部技术来源
	国外技术引进
	技术引进经费（万元）
	TI

	
	
	国内技术购买
	购买国内技术经费（万元）
	TD

	调节变量
	内部研发能力
	研发强度
	R&D经费内部支出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
	RD



2.4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所涉及的数据来源于《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1995-2017）。由于涉及的所有数据的统计开始时间为1995年，目前可以获得的数据截止时间为2016年，因此选取1995-2016年中成药制造业技术引进经费支出、国内技术购买经费支出、研发经费内部支出、主营业务收入、新产品销售收入以及发明专利授权数面板数据。
2.5 模型设定
本文研究的中成药制造业两种不同技术转移与创新绩效关系以及内部研发能力可能存在的不同调节效应，因此可以选择层次回归分析（hierarchical regression）[76]。根据研究问题，第一步分别以中成药制造业发明专利授权数（PN）和新产品销售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NS）作为解释变量构建技术转移与知识创新绩效、产品创新绩效的回归方程（1）和（4），然后在方程（1）和方程（4）中分别加入调节变量内部研发能力项，得到方程（2）和方程（5）分别考察调节变量与知识创新绩效、产品创新绩效的直接关系；最后在方程（2）、（5）中加入内部R&D 能力与两种技术转移的交互项得到方程（3）和方程（6）来考察内部研发能力的调节效应。
PNt=C1+a1TIt+a2TIt2+a3TDt+a4TDt2+ε1（1）
PNt=C2+b1TIt+b2TIt2+b3TDt+b4TDt2+ b5RDt+ε2 （2）
PNt=C3+c1TIt+c2TIt2+c3TDt+c4TDt2 +c5RDt+c6RDt*TIt+c7RDt*TDt +ε3（3）
NSt=C4+e1TIt+e2TIt2+e3TDt+e4TDt2+ε4（4）
NSt=C5+f1TIt+f2TIt2+f3TDt+f4TDt2 +f5RDt+ε5（5）
NSt=C6+g1TIt+g2TIt2+g3TDt+g4TDt2 +g5RDt+g6RDt*TIt+g7RDt*TDt +ε6（6）
上述模型中，PNt表示t年的中成药制造业发明专利授权量，NSt表示t年的中成药制造业新产品销售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比，TIt表示t年的国外技术引进经费，TDt表示t年的国内技术购买经费，TIt2、TDt2分别表示t年国外技术引进经费平方项和国内技术购买经费平方项；RDt表示t年的R&D经费内部支出占主营业务收入比，ε1、ε2、ε3、ε4、ε5、ε6为误差项。

3．实证结果及分析
论文主要利用SPSS22.0统计软件对研究变量进行简单描述性统计、相关性分析和回归分析，以此来检验理论模型与假设。
变量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各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和相关性分析结果见表2。由表2可知，各自变量与两个因变量间均具有显著的相关性，各因子之间的相关系数较小且不显著，结合回归结果的Vif值，可知自变量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因此适合做进一步的回归分析。

表2 变量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NS
	PN
	TI
	TD
	RD

	NS
	1111.2055
	464.45869
	1
	
	
	
	

	PN 
	2460.5455
	3321.34151
	0.881**
	1
	
	
	

	TI
	6577.7136
	5230.99307
	-0.327*
	-0.474*
	1
	
	

	TD
	16271.7955
	12376.24719
	0.669**
	0.728**
	-0.220
	1
	

	RD
	94.3313
	37.83617
	0.899**
	0.698**
	-0.175
	0.645**
	1


注：*在0.1水平上显著；**在0.05水平上显著；***在0.01水平上显著；****在0.001水平上显著。

回归分析。由于本文研究的模型变量涉及到交互项，因此在将各项关变量代入SPSS22.0进行回归分析之前，先将各相关变量进行中心化处理，将中心化处理后的各相关变量按照回归方程（1）-（6）的顺序依次进行回归分析，具体实证结果见表３、表４：

表3技术转移、内部研发能力与知识创新绩效的关系模型估计结果
	技术转移，内部研发能力与发明专利授权数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TI
	-0.540**
	-0.435**
	-0.167

	TI2
	0.276
	0.193
	0.056

	TD
	0.681***
	0.176**
	0.816**

	TD2
	-0.093
	0.238
	-0.460

	RD
	
	0.505**
	0.147***

	RD*TI
	
	
	-0.130

	RD*TD
	
	
	0.594***

	调整后的R方值
	0.605
	0.674
	0.805

	F值变更
	9.043****
	4.605**
	6.379**


注：*在0.1水平上显著；**在0.05水平上显著；***在0.01水平上显著；****在0.001水平上显著。

表4技术转移、内部研发能力与产品创新绩效的关系模型估计结果
	技术转移，内部研发能力与新产品销售收入占比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TI
	-0.512**
	-0.350**
	-0.167

	TI2
	0.390*
	0.262
	0.166

	TD
	0.850****
	0.075**
	0.499**

	TD2
	-0.450**
	0.056
	-0.410**

	RD
	
	0.773****
	0.529***

	RD*TI
	
	
	-0.100

	RD*TD
	
	
	0.396***

	调整后的R方值
	0.644
	0.842
	0.898

	F值变更
	10.507****
	22.246****
	5.377**


注：*在0.1水平上显著；**在0.05水平上显著；***在0.01水平上显著；****在0.001水平上显著。

由表3、表4的结果可知，不同类型技术转移、内部研发能力与中成药制造业知识创新绩效和产品创新绩效两种不同类型的创新绩效间关系具有明显异质性。
根据模型1的估计结果可知，国外技术引进项系数为-0.540，且通过了0.05水平上的显著性统计检验，国外技术引进平方项系数为0.276，但未能通过统计检验，说明中成药制造业国外技术引进与其知识创新绩效间表现为显著的负向线性相关性，而非正“U”型关系，假设H1a不成立；国内技术购买项系数为0.681，且通过了0.001水平上的显著性统计检验，而国内购买平方项系数为-0.093，但未能通过统计检验，说明中成药制造业国内技术购买与其知识创新绩效间呈现出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而非倒“U”型相关关系，假设H2a不成立。
根据模型4的估计结果可知，国外技术引进项系数均为-0.512，且通过了0.05水平上的显著性统计检验，国外技术引进平方项系数为0.390，且通过0.1水平上的统计检验，说明中成药制造业国外技术引进与其产品创新绩效间表现为正“U”型相关关系，假设H1b成立。国内技术购买项系数均为0.850，且通过了0.001水平上的显著性统计检验，而国内购买平方项系数为-0.450，且通过0.05水平上的统计检验，说明中成药制造业国内技术购买与其产品创新绩效间呈现出显著的倒“U”型相关关系，假设H2b成立。
根据模型2和模型5的估计结果可知，内部研发能力项系数分别为0.505和0773，且均通过了显著性统计检验，说明中成药制造业内部研发能力对其知识创新绩效和产品创新绩效均存在显著的直接正向影响，假设H3a和H3b成立。
根据模型3和模型6的估计结果可知，国外技术引进与内部研发能力交叉项系数分别为-0.130和-0.100，但均未能通过显著性统计检验，说明中成药制造业内部研发能力对国外技术引进与其知识创新绩效、产品创新绩效间关系均不存在显著的调节效应，假设H4a和H4b不成立。国内技术购买与内部研发能力的交叉项系数分别为0.594和0.396，且均通过了0.01水平上的显著性统计检验，说明内部研发能力对国内技术购买与中成药制造业的知识创新绩效、产品创新绩效间关系均存在显著的正向半调节效应，假设H5a和H5b成立。
综合以上分析，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

表5技术转移、内部研发能力与中国成药制造业创新绩效检验结果
	[bookmark: _GoBack]理论假设
	检验结果

	国外技术引进与中成药制造业知识创新绩效间存在正“U”型相关关系
	不成立

	国外技术引进与中成药制造业产品创新绩效间存在正“U”型相关关系
	成立

	国内技术购买与中成药制造业知识创新绩效间存在倒“U”型相关关系
	不成立

	国内技术购买与中成药制造业产品创新绩效间存在倒“U”型相关关系
	成立

	内部研发能力与中成药制造业知识创新绩效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
	成立

	内部研发能力与中成药制造业产品创新绩效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
	成立

	内部研发能力正向半调节国外技术引进与中成药制造业知识创新绩效间关系
	不成立

	内部研发能力正向半调节国外技术引进与中成药制造业产品创新绩效间关系
	不成立

	内部研发能力正向半调节国内技术购买与中成药制造业知识创新绩效间关系
	成立

	内部研发能力正向半调节国内技术购买与中成药制造业产品创新绩效间关系
	成立



4．结论与讨论
本文以1995～2016年中国中成药制造业数据为样本，对技术转移与中国中成药制造业技术创新绩效的关系以及内部研发能力对不同技术转移与创新绩效的调节作用进行了实证分析，主要结论如下:
（1）国外技术引进对中国中成药制造业知识创新绩效存在显著的抑制作用，即随着中成药制造业国外技术引进经费的增加，发明专利授权数不增反减。这可能与中成药制造业本身的产业特点有关。中成药制造业源于中国，中国中成药制造业现阶段的自身研发能力较弱，但是国外技术不一定能促进中成药新的有效专利的产出，导致国外技术引进未能有效推进中国中成药制造业知识创新绩效的改善，说明中国中成药制造业的知识创新必须建立在自主创新的基础上。不过，国外技术引进与中国中成药制造业产品创新绩效间表现出正“U”型相关关系，即国外技术引进与中成药制造业产品创新绩效间存在门槛效应，在门槛左侧，国外技术引进经费的增加不会提升中成药制造业新产品销售收入占比，反而会对其产生负面效应，跨过门槛值后，国外技术引进经费的增加能够对中成药制造业新产品销售收入占比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从而提升中国中成药制造业的产品创新绩效。由实证结果可知，目前中国中成药制造业的国外技术引进水平还未跨过门槛值，仍处于左半边下降通道中，因此中国中成药制造业的产品创新还需要引进国外技术，以满足国际标准并改善市场占有率的提升。
（2）国内技术购买对中国中成药制造业知识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即国内技术购买水平的增加会显著促进中国中成药制造业发明专利的产出水平；国内技术购买与中国中成药制造业产品创新绩效间表现为倒“U”型相关关系，即国内技术购买与中成药制造业产品创新绩效间存在一个最优关系，随着国内技术购买经费的增加，新产品销售收入占比会提升，但在购买国内技术经费达到一定程度后将对中成药制造业的产品创新绩效产生抑制作用。可能的原因是，国内企业间的技术差距较小，中成药制造企业购买国内其他企业的技术后，容易通过技术改造实现再创新，从而在此基础上产出新的技术。同时，国内中成药企业通过出售技术可以补偿研发支出的部分成本并获得一定的市场收益，从而增强企业进行自主研发的内在动力，促进更多新技术和新产品的产出。但随着国内技术经费投入水平的增加，国内中成药制造业市场竞争也将更加激烈，可能对新产品的销售造成一定的冲击。另外，根据实证结果可知，目前中国中成药制造业国内技术购买水平正处于倒“U”的上行通道中，说明现阶段国内技术购买能够有效促进中成药制造业的产品创新绩效。为此，虽然国内中成药制造业市场竞争将日趋激烈，可以认为中国中成药制造业的国内技术合作、交流有利于产业整体创新水平的提高。
（3）内部研发能力对国内技术购买与中国中成药制造业知识创新绩效、产品创新绩效间的关系均具有正向调节效应。这说明随着中国中成药制造业企业内部研发能力的提升，国内技术购买对中国中成药制造业发明专利的产出和新产品产出的促进作用会增加。内部研发能力对国外技术引进与中国中成药制造业创新绩效不具有调节作用，说明现阶段中国中成药制造业国外技术引进与内部研发能力间未能形成良性互补进而促进创新绩效的提升。
依据上述研究结论，提出以下建议：一、中国中成药制造业仍然需要坚持技术引进、与国际医药制造企业保持密切的交流合作机制，积极吸取、引进国外技术以加快推进市场绩效的提升，但同时要坚定不移地坚持自主创新，只有通过增强内部创新能力，才能从根本上降低与国外引进技术之间的技术差距，掌握发展的知识诀窍，推进中成药制造业创新绩效的提升。二、中国中成药制造企业需要加强与国内同行企业的技术交流与创新联盟，注重对国内购买技术的模仿、改造和再创新，政府的政策要为国内技术交流、交易以及创新提供基础和激励，这是中国中成药制造企业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的根本路径。三、充分发挥内部研发与外部技术对产业技术创新增长的协同效应。中国中成药制造业不仅要增加企业自身的研发投入，提升企业自身的研发能力，更应该积极探索自主研发与外部技术引进相互结合的新机制，充分利用各类技术来源，加速推进中国中成药新型现代化科学技术体系的形成和创新发展，全面改善产业的技术创新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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